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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

路宪文

最近地委派人两次来和我查对材料，对每个问题都很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对我的思

想教育很大。地委整理的材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个别问题在情节上又不够确切的地方，我

向来查对材料的同志谈了我的意见，供领导上参考。

看了地委所写的材料，使我心惊肉麻。我的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比我原来

估计的要大得多。真是罪恶滔天，残酷毒辣。使我跟深刻的认识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我的错误思想腐蚀了信阳地区党的组织，使它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党

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走上了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

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也是惨痛的损失。同时也跟进一步的深刻的体会到我们党中央和

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伟大。经过贯彻党的九中全会决议，在信阳地区开展的整风运动，发动

党内外群众彻底的清算了我的错误和罪恶，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纯洁了信阳地区党，在

信阳地区重新树立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政

策，保卫了三大（面）大旗，把信阳地区党的工作引向正确的轨道，恢复发展了信阳地区的

生产，救信阳地区人民出水火，使信阳地区人民重现真理，再见光明，过幸福的生活。回头

看我的错误和罪恶遗臭万年，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也难以弥补。每想至此我就完全失去了生活

的信心。向前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前途无限光明。每思至此我又看到了自我改造

立功赎罪，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前途，鼓舞和增强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决心从错

误和失败中站起来，用流过血泪的经验和教训把自己武装起来，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为共产主义事业效犬马之力。

过去的两年，使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到的极大困难的两年。外有帝国主

义的破坏，现代国际修正主义的压迫，内有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特别是我的错误给党在政

治上和经济上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两年也是我们党取得伟大胜利的两年。在国际上我们高举

马列主义红旗彻底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阴谋，保卫了马列

主义，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了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组织了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革

命高潮。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威信大大提高，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深入世界人心，成为世

界人民的旗帜。在国内我们党的九十（原文如此，应为“中”）全会总结了大跃进的宝贵经

验教训，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和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使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各项政策更加完善，使国民经济建设走上更健康的发展到了，胜利的进行了整风和毛泽东着

作的运动，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改造了党的作风，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领导全国人民

战胜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

面。两年的进步实在是巨大的。我由于犯了错误使我长期离开党的政治生活，离开了群众队

伍，我思想上落后了一个时期。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材料，一切都是新的。过去自己不敢想不

敢做的事，自己思想上认为我错误的曾经加以反对的事，现在都成了正确地为党所提倡的事；

过去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按在都成了坏的东西，加以反对的东西。今昔对比正确的和错误的东

西对比，更深刻的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深深感到自己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以及思

想意识等方面远远的离开了党的原则。在大跃进的胜利的声浪中自己在思想上已经不自觉的

僵化了，变质了。自己的头脑怎么能不犯严重错误呢？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这更危

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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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想越后怕。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信阳地区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主要表现在：把特

大的灾年当作丰收年安排工作，不搞生产救灾，大搞征购，大搞工农业基本建设，在工作方

针上完全脱离实际脱离了群众。在争购粮食工作中错误的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大搞反瞒产运

动，把灾情引起的一切社会现象（逃荒、杀牛、丢小孩、破坏尸体）都归之于两条路线斗争、

或敌人破坏，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混淆，用专政的办法加以处理，在一系列上的政

策上脱离了党的原则，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在反右倾斗争中之行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方

针和方法，打击了坚持正义意见的同志，纵容了错误思想，打击了正气，发展了邪气，发展

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作风，特别是以错误的办法打击了用书面或口头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

志，更完全堵塞了党内外言路，造成了恐怖情绪。大刮共产风，把群众私有的一些财产也收

走浪费了，陷人民于死地。在错误发生以后又不敢大胆正视错误，采取彻底的坚决的措施加

以纠正，反而顾虑重重，多方面隐蔽错误，使错误长期不能纠正，一错再错，就不能不给党

的事业造成骇人听闻的惨痛的损失。致使大批群众死亡或身体遭受摧残，大量牲口死亡或瘦

弱，失去了生产能力，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有些严重的地方妻离子散，绝户灭村田地

荒芜，房倒屋塌，十室九空，弃尸山野，使人民群众遭受极其惨痛令人寒心的损失。在政治

上所造成的损失则更是无法估计的。实在痛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

使人民群众遭受如此严重怨痛，是不能容忍的。

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经过全党全民的斗争，仍然取

得了一定收成。如果正确的分析形势，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的进行分配安排群

众生活，认真的组织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再加政府的大力支持，困难是可以渡过的，这样严

重的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我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

作离开了马列主义原则，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执行了一套完全错误的方针政策，错误的

工作方法，严重的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人为的扩大了灾情，制造了紧张和混乱。我是

信阳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错误思想起了主导作用，因此，对信阳地区的错误我应负直

接的主要的责任。一个党员的地位越高，他所担负的责任越大,他的错误的影响和造成的恶

果就越大,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脱（托），给党和人民造成了罪恶，万分痛心。

经过两年来的学习和反省，我深刻地认识了使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我脑子里非

无产阶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发展，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统治了我的头脑。区别

干部队伍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个人和集体和群众的关系。

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行为应当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实际，尊重客观真理。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

时候都应当无条件的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利益，忠心耿耿的全心全意的为群众服务，

当群众的公仆，一刻也不应该脱离群众。而我的错误正集中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剥

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从小娇生贯养，过着较富裕的生活，养成了严重的资产阶级

个人英雄主义，主观片面，好大喜功，看不起劳动人民。入党以后一帆风顺，未受挫折，我

的，我的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未得到彻底改造。

大跃进以来，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工作

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喜欢表扬，怕受批评，愿听好的，

不愿听坏的，不敢也不愿正视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个人荣誉，不顾

客观可能，不顾群众利益，不听群众意见，根据主观愿望，站在群众之上发号司令，不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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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强迫命令群众去完成任务。这样就使自己的思想越来越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逐渐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品质。

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一旦僵化了，停止进步了，在政治上就必然变成一个脱离实际脱离

群众鼠目寸光的庸人，就难于接受新鲜事物，识别方向，明察真伪，就不能虚心倾听群众意

见，关于（注：疑是“心”）群众生活，正确的领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必然走上脱离

党的方针路线的错误道路，犯严重的错误。尤其这种错误反映在一个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身

上，就必然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的这些错误思想表现在工

作上：首先，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我的思想方法上是极端严重的主

观主义。我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恰合在一起，就发展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迷信主观想象，

一点也不相信群众的荒谬绝论（应为“伦”）的程度。把自己看做高于群众的所谓“聪明人”，

总认为自己比群众觉悟高，经验多，是革命的，而把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则看做一群庸俗

无智（应为“知”）、思想落后自私自利不可信任的人。口头上叫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实

际工作上则要求群众听自己的，一旦工作遇到困难，不检查自己的思想计划方针政策是否脱

离实际，则即不加分析的责备基层干部和群众右倾保守落后，尤其在粮食工作上表现的最突

出，这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对待群众的观点和态度。

大跃进以来，信阳地区刮起了严重的浮夸风。这种浮夸风所以能在全区范围内刮起来，

长期不能得到纠正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一九五八年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在

工家业生产上制定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指标，号召下边去完成，只要报成绩大就不变（应

为“辨”）真伪盲目相信加以表扬，或开现场会加以传播，完成不好的就批评其右倾，光看

缺点，否定成绩，给群众泼冷水。逼得下边弄虚作假，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一九五八年罗山

县委小麦估产低，认为其右倾，忽视两条道路斗争，错误地批评了罗山县委。西平县委组织

部长反映西平小麦七斤（千）三百斤有虚假，地委支持了西平县委，批评了反映真实情况的

组织部长。这些错误的作法，促进了浮夸风，起了极坏的作用。党中央毛主席早就提出了纠

正浮夸风，但是信阳地区始终没有认真的进行过纠正。一方面我错误的认为怕纠正浮夸风打

击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错误的认为，许多数字已经公布，甚至开了现场会

组织了参观，公开纠正觉得不好讲，不好看，自己也怕强调反浮夸犯错误。这完全是一种资

产阶级思想观点在我脑子的反映。由于许多数字没有落实，迷糊了自己的眼睛，思想上长期

不摸实底，浮夸风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

一九五九年秋季反右倾斗争以后浮夸风共产风发展到了最高峰，是造成信阳地区错误的

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在反右倾斗争中执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把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引

导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打击了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打击了执行党的政策关

心群众利益的同志，保护和发展了浮夸风、共产风。

首先我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对信阳地区夏季粮食征购工作做了错误的保证。一九五九年

信阳地区夏季征购没完成任务主要是浮夸产量估计过高，脱离实际，当时强调贯彻分配政策，

超产奖励，妥善解决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矜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却错误的认为没有完

成任务主要是片面强调照顾群众利益忽视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夏季有些地区已经透

底，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而我却认为群众私分瞒产，麦收后多吃浪费了粮食。夏季没有完

成任务，我思想感到有压力，不好看，不好向省委交代。因此，强调秋季要早下手抓粮食征

购，注意两条道路斗争。要保证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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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我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斗争了曹铭同志，认为平舆县夏季粮食征购没有完成任

务，主要是曹铭同志思想右倾，忽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实际上曹铭同志反映的情况是真实

的，对群众情况是关心的，对曹铭同志的斗争是错误的。对黄德功、息县农场张场长的批判

也是错误的。由于对曹铭同志的斗争主要是以粮食征购问题为中心，对造成信阳地区的错误

影响极大。曹铭同志反映西洋店有灾情，主张早搞生产救灾计划是正确，批判曹铭同志不积

极抗旱，及早提出生产救灾也是错误的。

其三，三级干部会上批判奖励生产队开荒、副业下放生产队，把大队猪下放给生产队食

堂和群众喂养，等都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以后，提倡大搞集体养猪，大办百头猪场，普遍

试办穷队过渡，共产风又刮起来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违背了中央关于执行队为基础的三级

所有制政策的精神.共产风给群众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破坏了群众私有的一点家庭付业。

其四，对张树藩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张树藩同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是正确的，春季在遂平

县拨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是关心群众的，对秋季粮食产量的估计较接近实际，我的思想观点是

错误的。胡友录同志反映生产中的问题是正确的，我认为胡友录同志思想右倾，只看缺点不

看成绩，因而批判胡友录同志是错误的。信阳地区在反右倾斗争中，突出地批判了对粮食问

题和浮夸伤风有意见的同志，认为对粮食征购有意见是右倾思想代表富裕中农叫喊，否认农

村两条道路斗争。认为对浮夸有意见，是否定成绩否定大跃进。现在看来这些同志绝大多数

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对这些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其结果就打击了反映真

实情况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堵塞了党内言路，保护和发展了浮夸的不关心群众利益的坏思

想作风。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错误的以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领会和执行中央

庐山会议的精神，结果就把一些反映真实情况和反映工作中错误缺点的同志不加分析都认为

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的右倾思想，把一切反映粮食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意见都认为凶（是）

替富裕中农叫喊，是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在干部思想上的表现。这些都集中的反映了

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不关心群众的痛苦，不敢正视工作中错误缺点。由于

我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使许多正确的同志受了打击，忍受了冤屈，现在想起来实在痛心。

一九五九年秋，信阳地区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在我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

的指导下，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分析，把灾年当作丰收年，

按大丰收年安排工作。提出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强迫下边去执行。当时我根据一些

片面的虚假的材料和主观臆断，估计秋季产量五十亿斤，安排群众生产完成征购任务没有问

题。当时下边报六十亿七十亿斤，我思想上是不相信的，但没有积极去纠正，不敢提反浮夸，

怕犯错误。反右倾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自己也不敢正视实际。有了个人主义情绪就

利会（令）智昏不能尊重真理。对有些水源条件不好的地区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受灾，部分田

地无收的情况自己是知道的。但认为旱灾面广，插花性大，大队统一分配，不会形成灾区。

认为有灾情无灾区。错误的认为在分配征购任务时照顾一下即可，不敢提生产救灾，怕戴灾

帽，影响下边积极性，同时认为一方面讲抗旱成绩，一方面又讲救灾不好看。这种对群众生

活漠不关心的思想作风，突出的反映了我不从实际出发，不关心群众生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思想。结果由于产量估计浮夸，征购任务分配过多，对灾区没有查灾减免，丰收区购了过

头粮，灾区购了口粮，人为的造成了灾情，扩大了灾情。

其次，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注：原“绪”字缺，此补），表现在我

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豪（注：应为“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的生活漠不关心，对食堂停

伙、逃荒要饭、丢弃婴儿、路旁死人、破坏尸体等极端惨痛情况，无动于衷，见死不救，反

映了我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一种国民党作风，是统治阶级对待群众的态度。说明我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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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

当年十月下旬已听到有部分地区征购底食堂停伙等现象，但我没有正视这种情况，及时

的向上级反映。当时主观臆断的认为，十月分秋尚未收完，征购任务才完成百分之七十，就

叫喊缺粮显然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错误的认为是两条道路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集中反

映。认为反右倾精神尚未贯彻到农村，右倾思想尚未解决。当时听说其他专区已经完成任务，

信阳地区落后了，思想上更加急燥起来，连续开电话会议组织突击。强调以两条道路斗争为

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雇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反瞒产运动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起来。省委批转了湟川召开贫雇会谈搞粮食征购的经验，更坚定了我反瞒产的思想，

认为自己抓对了。十一月上旬王秉林同志两次向我反映了鸡公山谢桥大队食堂停伙，浮肿病

死人，我不但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反而批评工作组不深入，有右倾思想，叫工作组深入下去

依靠贫雇实行三同，群众吃什么你们吃什么，群众三天不吃饭，你们也三天不吃饭。较工作

组顶着，坚决突开（原文如此），一定要搞出粮食来，十七号工作组又派人向地委反映情况，

我同意先给一些粮食解决当前生活问题，继续作工作搞粮食。

当时认为鸡公山是千斤社，征购仅四百多斤，按七百斤计算安排生活也不成问题。鸡公

山如果吃统销全区就成大问题了。在我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不敢正视这种情况，

十二月初又派县委书记徐国良同志到鸡公山去搞反瞒产。徐国良向我回报鸡公山搞出七百万

斤粮食，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认为鸡公山问题解决了。叫王秉林在电话会议上给各县传

播经验，我和王达夫同志商议在鸡公山召开现场会组织参观。后来又人反映有虚假，但认为

没有七百万斤有三百万斤也是好的。地委又批转了鸡公山反瞒产的报告。对反瞒产可能造成

的恶果毫无警惕。十一月下旬我到确山，听邵鲁民同志回（应为“汇”）报三万人大会交心

运动的经验，当时我对报出的三千万斤粮食数字有怀疑，我向邵说搞出百分之三十就是胜利，

况出百分之五十是伟大胜利，确山问题就解决了，错误的认为用回忆对比诉苦三个十年前后

对比阶级教育的办法启发干群阶级觉悟，向党交红心说实话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参观了

展览馆感觉不坏，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的经验。现在想起来以交心逼粮食实际上是强迫

命令违法乱纪的办法。

罗山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回报了五条经验，说五类分子评比搞出很多粮食，交出很多破

坏事件。当时反映三类地区地主富农造谣破坏粮食煽动群众瞒产私分，我认为在三类地区整

一下五类分子有好处，当时也提出不准让五类分子反干部的瞒产，指出这是个阶级立场问题。

又让潘局长到罗山召开五个落后县会议推广罗山经验。潘局长回来向我汇报了，我还问潘没

有让五类分子搞干部吗？潘说他没有讲这一点，电话会议结束时我又专门强调了这一点，后

来韩处长向我汇报说省厅不同意开五类分子大会，当即让韩给各县打电话进行了纠正，已集

中的解散，未集中的停止。潢川会议上我又问许文波同志他说没有搞干部，实际上搞了干部。

开五类分子会议反瞒产是一种反动的作法。

我不加警惕的推广了这一经验，说明我的思想上视粮食为珠宝，只要搞出粮食就能解决

问题，发展到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的严重程度。

十一月下旬在平舆、潢川两地召开了县委书记碰头会议，会议上回报了许多私分瞒产的

情况，粮食（食堂）停伙，丢小孩等情况，以及基层干部不敢见领导干部等情况。当时感到

有问题。当时怀疑有灾情，但在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没有认真组织查实情。根据一些虚假

汇报，认为私分瞒产是普遍的。落后地区甚至是社社队队有。错误的认为，当前紧张现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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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前段工作没有区别对待，私分瞒产企图搞夸（注：应为“垮”）是两条道路斗争，有些

私分一点粮食想多吃一点是本位主义，应当说服教育。提出核实产量，在搞好分配安排好群

众生活的基础上开展六好运动。宁书记同意了我的方针。潢川会议虽然提出分配安排群众生

活，但没有查实落实产量，没有解决粮食问题，仍是用反瞒产办法安排群众生活，只强调了

方法上区别对待问题。更错误的是由于我思想上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敌人必然乘机破坏，

敌我毛段也必然紧张。因而根据当时汇报的一些片面的虚假的典型材料，把一切社会现象都

说成是富裕中农进攻和敌人破坏。如有的同志说有的富裕中农煽动说成立托儿所所收的小孩

管吃管穿，有的人偷引别人的小孩往城里丢，就错误地认为是富裕中农煽动制造紧张空气。

有的同志说，有些地方要公安局破案。实际上这些都是明显的灾情造成的，群众被迫求生的

手段，而我却把这一切现象归之于富裕中农和敌人破坏，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完全混

淆，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用专政的手段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置农民于死地。真正荒谬绝

伦，罪大恶极，危险万分。

在平舆开会路过息县包信，到街上散步发现街后一个死人，当时一个群众在旁说是饿死

的。我叫秘书叫这个人到公社谈一谈，半路逃跑了，我当即找公社（住）队人工作组的书记

问死人情况，他说这个人生痨病好几个月，公社给他治病花了六十元，医院说他是慢性病，

把他送在她亲戚家里，昨日病重他亲家迷信害怕死在自己家里把他抬到街后去了。并说那个

队生活暂时没有问题。我说那个群众吃的肥胖可能是富裕中农造谣挑拨党群关系。路过寨河

在公社上看到一个青年妇女抱一个小孩坐在一个大车上，看见汽车过去了跪下叫喊要钱，我

未停车就过去了。路过明港在街外修理汽车，一个妇女引一个孩子找我要粮票，我问了他（原

文如此，应为 “她”）那社那队（原文如此，应为“哪社哪队”）姓名，他（“应为她”）

说粮食少她引孩子来拾菜，丈夫在家犁地，省些粮食叫他吃饱好劳动，我没给他（应为她）

粮票叫她回家去。不要在外乱跑，把情况告诉公社党委书记叫去查。路过湟川付店见公路上

两个人拉一死人，我未停车走了。路过罗山竹点杆店有几个外流群众拦车要坐车到信阳去，

司机把曲种哄（原文如此，应为“轰”）开开走了。不多远又看见稻田有两个尸体，未停车

过去了。当时我感到问题严重了。到罗山慌忙下车告诉罗山县委，提出解决问题的三点意见：

⑴派人掩埋路旁尸体。⑵信湟公路二旁（原文如此，应为“两旁”）有灾情，派人把生活安

排好。⑶把外流人员收留起来，每人每日半斤粮食，实报实销。我看到群众挤买点心，我叫

停卖点心，在街后设摊卖稀饭，在大街上挤着不好看，也容易发生车祸。回地委后向地委常

委做（原文如此，应为“作”）了汇报，晚上又开了电话会。第二日根据省委的指示，宣布

征购结束，全面安排生活，地委开电话会提出收容外流、治病、安排生活等八大措施，拨了

五百万斤粮食给各县安排生活。当时认为停止征购紧张情绪即可缓和。除少数灾区外（估计

百分之十）多数地区可安排好生活仍大搞反瞒产。

当时情况已经万分严重，到处发生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丢小孩、破坏尸体等严重情

况，我为什么不停止反瞒产，反而把这些现象都归之于敌人破坏富裕中农进攻，用专政办法

处理呢？回忆起来主要是：主观主义不承认灾情那样严重，认为下边有粮食。思想上有粮食

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敌我矛盾必然紧张的教条主义和经验

主义错误观点。反瞒产搞出的一些粮食迷惑了自己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反右倾后我有严重的

个人主义，粮食征购未完成任务，感到不好看丢人，怕省委批评，冬季就要粮食搞统销怕批

评右倾。对一些弃小孩、食堂停伙严重情况，不敢正视，怕犯右倾错误。由宁左勿右的情绪。

当时看到这些问题，思想上急躁，害怕，顾虑崇崇（重重），慌手慌足，束手无策，本来开

锁钥匙只有一个，拿粮食安排生活，但自己又不敢向省反映情况要粮食，总怕犯右倾错误。

我思想上这种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已发展到斤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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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个人荣誉地位，不顾人民死活的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程度。完全是一种剥

削阶级思想意识在我脑子里的反应，根本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主观主义、个人

主义害了群众也害了自己。

十二月省委扩大会议，我向省委汇报了信阳地区的情况，估计灾情百分之二十，透底百

分之二十向省委要了三亿五千万斤粮食。省委给了二亿八千斤。杨书记讲了在粮食工作上不

能搞反瞒产，不能搞两条路线斗争，我思想上才明确了。在地委扩大会议上和二次潢川会议

上我检讨了三条教训。但由于思想上有怕犯错误右倾错误的个人主义情绪，总是强调成绩，

对问题不敢深挖，不敢严肃批判。因而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同时看到省委粮食已不多，省委

又表示不向中央要粮，因而自己仍主张作工作，搞一部分粮食安排生活。反瞒产变为做工作

实际上仍未停止。

其三、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反映在我的工作作风上是：简单粗暴，强

迫命令，违法乱纪。

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斗争曹铭同志时，曾发生过推拉等违法乱纪行为，由于我没有采取

坚决认真严肃的态度加以纠正，对造成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中普遍发生违法乱纪行为起到

了开导作用。在斗争曹铭同志最初两天，采取摆材料讲道理的方法，一个人发表一套道理，

互不交锋，在小组长会上研究改进斗争方法，我错误地认为会议开的不严肃，不紧张，不像

斗争会样子，提出了分析批判和逐项追根相结合。在闲谈中我又讲了斗争潘复生时的一些情

况，使大家思想上发生了错觉。在最后几次斗争会上曾发生推拉等现象，我当时让大家坐下

来一个一个的讲，叫曹铭坐下纪录。在小组会上我提出不要指手动脚，没有严肃批评这是一

种错误。在会议结束安排工作时，我又讲了回去要注意防止违法乱纪，你们都是县级干部还

老想动手动足，基层干部就可想而知更难避免。同时告诉大家既不要给基层干部泼冷水，又

要防止违法乱纪现象发生的指导方法。在斗争形成相持顶牛局面时，就主动停止会议帮助干

部研究方法等。由于我对这种违法乱纪现象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没有当作一个大问题严肃地

纠正，结果使大家思想产生错觉，在各县扩干会议上违法乱纪行为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一级

比一级严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在反瞒产斗争中，我强调两条道路战争，逼着下边搞粮食，三天一个电话会议，五天一

总结，对搞得好的，成绩大的，不辨真假，不问政策方法就加以表扬推广，对搞不出成绩的

就批评右倾，推广了许多错误的反瞒产经验，领导上强迫命令，逼着下边违法乱纪，形成了

反瞒产中的逼供信。造成了普遍的打人吊人甚至打死人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

听到有些同志反映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我在电话会议上讲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

不能允许的，但不要简单的批评处分基层干部，要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主

要帮助继承干部总结经验，告诉基层干部方法。同时我认为在群众运动中发生一些强迫命令

违法乱纪死个别人是难免的。在我这种极端错误思想支配下，对违法乱纪现象没有认真检查

处理，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造成违法乱纪成风，逢会必斗打，打人合法的极其严

重的现象。阶级敌对分子乘机实行阶级报复，残害群众。各种手段千奇百出，残酷毒辣。马

龙山打死了张福洪向地委报告，危（畏）罪自杀，地委虽然派人检查了，但没有查出问题来，

没有认真的继续追查，使冤案长期不能处理。

在第一次平舆会议上发现西洋店群众大量外流，我和宋书记专门召集五个外流严重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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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干部和公社书记开了一天座谈会。会议上除了统计外流情况外还反映了许多地富伪军官富

裕中农破坏抗旱斗争，带头煽动群众抢秋，煽动群众等外流现象，以及一些贫农积极分子在

极端困难情况下，保护耕牛，坚持生产，维护食堂的模范行为。当时有些群众回来感到上了

当，当时强调安排生活，对坏分子破坏等情况稳定后再处理。回地委后召开电话会议。曾指

出有些群众外流是灾情生活问题，有些是富裕中农瞒产私分逃避斗争，有些是五类分子破坏，

有些是投机商贩。当时指出不论什么地方外流来的一律收容管饭吃，每人每天半斤粮食，实

报实销，集中送回原地。每个收容所要拍三种干部，公安干部负责审查坏分子，民政干部管

生活，卫生干部管治病，当时公安局长正在专区开会，我又给公安局长讲了一次。在这次会

议上，特别强调有些农民外逃是富裕中农煽动的，有些是少数富裕农民干部瞒产私分不叫群

众吃饭农民群众外逃，有些是富裕农民瞒产私分怕斗争外流，有些是敌人破坏等。因为当时

苏联专家到信阳查矿，空军等部队开现场会，怕影响不好，要求各县在二三天内消灭外流，

要深入各社队调查地富反坏右，富裕中农外流情况，揭发他们的破坏活动，开展斗争，斗后

管制不准外逃，有犯罪行为的要法办。要组织民兵巡逻等。我曾经说过：外流没好人，好人

不外流的话，我这种对待外流群众的错误分析，和极端错误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违法乱纪

行为。群众外逃求生，我把他当作坏人，不准外流更堵杀了群众的求生之路，这完全是一种

国民党对待群众的办法。反映了我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信阳五里店公社社员罗付业，贫农成分，十五岁，父母饿死。杀吃了四岁的妹子，我批

准了法办，错误的认为杀人犯法行为。而不（问）①犯法原因。实际上这种残暴行为应当由

我负责，因为我反瞒产饿死了他父母，使他无饭吃，逼他杀人。在光山马畈公社时听了该县

委书记刘文才（彩）②的汇报还当场批准逮扑了三个破坏尸体的贫农。后来两人均死于狱中，

我对这一冤狱应负直接的责任。

我的错误思想作风，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行为。我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

混淆，用专政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提出的许多办法政策都是违法乱纪的。我对违法乱

纪行为又熟视无睹，强调保护违法乱纪的积极性，怕给违法乱纪泼冷水，实际上就是支持纵

容了违法乱纪，使之残害人民，打击了坚持正确工作作风的同志。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违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我这种对待群众利益漠不关心，

对群众生死无动于衷，对许多政策问题采取信口开河，轻率了③（潦）草的态度，说明我的

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脱离了群众的

土皇帝。对群众的呼声利益倾④（听）而不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顺我者昌，

还⑤（逆）我者亡。我的错误实在严重极了，危险极了。

其四，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对待组织的态度上是不忠诚的，

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信阳地区这样严重的情况，我没有及时向省委汇报，许多重大政策问题既没有向省委请

示，也没有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就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进行了处理。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情

绪，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讲好典型多，讲坏典型少，怕说看消极面多受批评。死人问题一直

到省委指示时才向省委作了极不深刻的检讨。

我对待错误的态度是不老实的，想方设法掩盖错误。一九六零年元月十二日我到平舆开

会，路过新蔡时见路旁村庄有群众扒树皮，我当时就认为那里的生活有问题，当即告诉县委

书记叫他亲自派人去查明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又认为剥了皮的树留着不好看，叫群众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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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万金店见村庄有五棵没皮的树，我将同样的话告诉了平兴县委宫书记。

我在火车上看到信阳长台附近有一个村有几棵剥了皮的树，我又告诉余书记派人去查，

看生活是否问题把树砍掉，我说火车上来往的各种人都有不好看。一九五九年春我和杨书记

路过光山泼河南一个小店又一座仿倒塌了，那里已无人。我见了马龙山说，你那破房不扒了，

放在那里展览吗？我的各种错误思想对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助长了下边封锁消息。

一九五六年（一九六零年）春生为告诉我毛主席要到嵖岈山，延炳玉、韩仁秉同志为此

事省里开了会。延炳玉回来向我传达了省委指示，省委叫我准备死人浮肿病等材料向毛主席

汇报。我交延炳玉同志去了再检查一下生活的问题安排的怎样，把原来的展览馆再收拾一下，

食堂土蒸汽恢复起来，没有集中的浮肿病集中起来。我去了以后，听说韩仁秉同志把中央下

放的干部都调离了，把群众也准备调到远地生产，只留少数干部积极分子接见主席，我和老

延都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叫群众见主席不好。研究结果，叫中央下放干部的组长审查一

下，把政治上可靠的留下，除把五类分子和对党不满的富裕中农调离以外，多数政治上可靠

的群众留在公路两旁和村庄附近接见主席。现在听说把浮肿病人调走了，把托儿所小孩调走

了，只留下一部分胖的，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食堂吃了几天大米饭。实际上形成了布置假

现场，蒙蔽主席，对群众影响很坏。我的思想可能对延炳玉同志有影响，我应负一定责任。

我对死人数字的统计存在少比多好的个人主义思想，因而每次都强调叫下边划清正常和

非正常死亡的界限。我这种错误思想对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一九六零年元月十号左右到湟

川见了宋书记，他告诉我潢川已死人八千，固始死人一百多，并说老梁思想有顾虑，在县委

扩大会议上说省委工作来的一些同志不知道是否是党团员，到处统计死人数字，以后没有县

委通知不准给他。湟川会议上我问老梁和老杨，他们都不承认有那么多。

当时我批评梁德柱同志不改在县委会上批评省委工作组，因该和他们组长商量一下统计

死的办法。我同意老梁注意保密的精神，所以我说工作组的组员有许多不是党团员，团员，

给他们说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同时告诉他们对上级领导同志有什么说什么，对下要保密，不

要乱发通报文件，叫敌人知道了不好。当前应集中抓好生活安排，不要忙于统计死人数字，

以免发生消极情绪，结合安排生活摸一下底，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委写报告，张甫同

志对老梁意见很大，当时我批评老梁不该和张甫顶嘴，固始死人多，对张甫招呼很好，张没

啥意见，你死人少，你对张甫态度不好张甫对你意见很大。这是一种庸俗的错误观点，我的

这些话促进了老梁对张甫同志不满，影响很坏。元月底我回地委，王达夫同志向我说，公安

处年终统计全区死人二十三万，浮肿病死人八万，已叫各县委审核一下再报省。我同意了王

达夫同志的意见，弄清楚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委写检查报告。在我错误思想支配下，没

有及时向省委反映。二月初在省委开会，杨守迹（绩）同志和我说死人二万多，我说有那么

多么，再审核一下，划一下界限。我也没有即时向省委写报告。只到三月初固始开始向省委

报告死人四万多，赵书记电话会议上点了地委的名，地委才对固始死人问题向省委写了检查

报告。三月下旬省委吴书记和我谈了话，我才把全区的死人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这样严重

的人命关天的大问题长期没有主动向省委写书面的正式的检查报告，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

纪律行为。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是毫无党性的表现。

我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对中央、省委派来的同志不够尊重。李坚（中央监委）同志

在省找我谈了两次话，我把信阳地区的死人情况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从固始、光

山回来我找李坚同志谈了一次。决定第二天晚上向李坚同志汇报，下午正开常委会，邱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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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说李坚同志叫你谈话，本来因该停止常委会去见李坚同志，但当时我即借口开会未去见

李坚同志。晚上地常委集体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对问题认真负责，态度严肃，这

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值得我学习，但当时我思想有顾虑，怕李坚同志批评，对李坚同

志有些意见，说了一些不满意李坚同志的话。现在检查起来我对李坚同志的态度是非常错误

的，是一种消极抗拒检查的态度，是党所不允许的。

一九六零年五月六日，地委扩大会议结束我把马龙山梁德柱留下，我问他们死人数字为

什么一下由九千增到五万多。当时我思想上对这个数有怀疑。梁德柱说省委检查组逐户登记

的，按工作组统计的数字，加现有人口比选举时统计的人口多一万七千多，死人没有那么多。

我和梁德柱、马龙山说，你们再派县委同志亲自摸两个大队，核对一下看是出入，不要和工

作组讲。到底多少心中也有个底。我对省委检查组统计的数字有些怀疑，怕统计得不准确，

这是一种对工作组不但不尊重不相信的错误态度，严格说来也是一种抗拒检查的态度，我的

这种错误思想，对梁德柱的抗拒检查起了支持作用。是党纪所不允许的。

我对人民群众的来信采取了违法乱纪的态度。光山白雀园公社民校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

反映群众生活问题，当时我看了以后认为情况可能有扩大，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我不准备再

去检查了，王达夫同志说还是查一下好，我同意了，王达夫同志就派陈正卿同志去检查。省

四级干部会议上我见了马龙山和黄文儒，问他们查的怎样，他们说没弄清，我说还是查清楚

好一些。结果黄文儒回去就追查起来，并把来信人扣起来了，陈正卿同志回来回报才知道扣

起人来了，我和王达夫叫他立即放出来，我虽未叫扣人，但我叫黄文儒查来信人是错误的我

应负责。专署工程局党员干部邢贵良用地委信纸和名义给信阳县委写了一封信批评县委，我

听说后认为借地委名义批评县委是违法行为。叫公安局破案，并进行批判斗争，开除党籍下

放劳动（后来鸡公山会议后纠正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信阳县监委书记胡修玉同志向中央

写匿名信反映信阳地区死人情况，转信阳地委处理，我同意王达夫同志意见叫公安处侦察破

案，进行斗争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看。现在看来这些同志都是对党负责的，关心

群众生活，同党如实反映情况的好同志，但是我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对这些同

志的来信采取了压制民主，打击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同志，是一种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

我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群众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我的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登峰照（造）极的程度。我的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品质。我愿接受党任何严厉处分。我希望党给我留一个自我改造、立功赎罪的机会。

由于我长期脱离党的政治生活，我的思想落后了。再加我的错误对我自己精神上的压力

很大，思想很混乱，因此我的检查写的仍不系统不深刻，有些观点还可能有错误。我熟（热）

诚的希望省委、地委能给我以帮助，挽救我。

路宪文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